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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丽江拉市海流域为例

胡　 蕾，吴　 健∗，李海萍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极大地影响当地可持续性能力。 以丽江拉市海流域为例，研究一个流域内生态系统

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实地调研访谈方法计算流域内各自然村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数量和农民人均总收入，引入耦合协调度定量化衡量二者的耦合关系，并通过相关分析，探究流域内差异化的生计方

式和生计资本对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关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存在空间差异，流域内水

源涵养、土壤保持、森林固碳服务集中在流域上游；（２）流域内自然村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差异

和一定的规律，湖泊东面的自然村能够通过特定的生计方式，获取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和文化服务所带来的收益，总体呈现较

优的耦合协调关系；（３）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中，生态旅游与耦合关系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外出务工与耦合关系具有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尽管外出务工对于直接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小，但其可能通过“智力回流”的方式提高了当地居民

开展新型生计的能力。 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等可利用的自然资本与耦合关系显著正相关。 金融、人力、社会资本的相关性

尽管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表明，该类生计资本的存量可能对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协调有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

中的路网密度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在具有生态脆弱性、重要性的区域建设公路时需谨慎评估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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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２０ 年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或超大型的生态保护工程，在生态保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１］。 十九

大报告将生态保护工作提高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希望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然而在依靠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发展的农村地区，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往往与居民的收入是脱节的［２］。 正如 １９９３ 年 Ａｕｔｙ 提出的“资源诅咒”，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

区经济增长反而受到制约［３］。 研究表明，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性或生态环境重要性与经济贫困存在明显的耦

合关系［４⁃５］，这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脱节的情况在中国真实存在。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健全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指出，“结合生态补偿推进精准扶贫，对于生存条件差、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

复的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 ［６］，这要求我国的生态保护举措需要考虑保障关

键性的自然资本和削减贫困的双重目标，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７］。 因而在具有生

态重要性、脆弱性的地区，如何协调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达到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目标，成为

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和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桥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明确提出，生态系

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研究将成为现阶段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引领 ２１ 世纪生态学发展的新方向［８］。
自此之后，大量学者们构建相关的概念与框架以指导社会和生态综合系统的研究，一些框架中强调了生计方

式、生计资本、生态系统管理在服务向人类福祉转化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２，９⁃１０］。 已有的实证研究中，
Ｔｓｃｈａｋｅｒｔ 通过一个小尺度实证案例说明如何将生态系统服务（增加固碳）转化为扶贫的具体项目，促进当地

居民收入的增加，减缓贫困；Ｃｏｍｉｎ 等以贫困化作为人类福祉的代用指标，分析了贫困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

联系［１１］；Ｅｒｗｉｎ Ｈ． Ｂｕｌｔｅ 等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特定环境和政策设计情景下对生态保护和减缓贫困两

个目标的影响［１２］。 王大尚等在密云水库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评价的基础上，以农户收入作为居民福

祉的指标，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在空间上的聚集特征划分服务福祉模式，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措

施［１３］。 学者们构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并使用多样的统计分析方法，如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的相关指数

和经济环境协调指数等，对我国不同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格局、环境质量与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空间相关性等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性与经济贫困耦合共存的现象［４⁃５，１４⁃１５］。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尽管概念框架研究中强调了自然禀赋、生计方式、各类生计资本、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性，
但鲜有生态环境与居民福祉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这导致现实决策中缺乏依据，从而难以采取科

学管理措施以促进二者的耦合协调。
基于我国生态扶贫的现实需求，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需要，本文

选取丽江市拉市海流域作为研究区域，探究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村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 本文首先

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研究区域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供给水平，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并通过实地调

研获取流域内居民收入水平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模型定量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与

居民收入水平的耦合关系，找到影响耦合关系的关键因素，为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和探索生

态扶贫新路子提供思路。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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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拉市海流域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是一个四周高山封闭、中心形成湖泊的天然流域，面积 ２４１．
１ ｋｍ２。 流域跨玉龙县拉市、太安 ２ 个乡，共有 ８ 个行政村，３０ 个自然村。 ２０１５ 年流域内共有居民 ４４５３ 户，
１８３４３ 人。 流域地理位置及自然村分布如图 １ 所示。

拉市海流域拥有云南高原保存较为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其生态环境保护与维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

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方面，由于地处候鸟飞越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台地，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栖

息地，流域的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物种及其特有程度在全国有着特殊地位。 另一方面拉市海流域森林资源

丰富，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林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保持水土，蓄洪防旱，均化长江中下游水量的生态功能

极为重要。 同时，拉市海流域为周边社区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当地利用拉市海水面高程，通过修建引水隧道

将拉市海湖水引入丽江坝和七河坝，成为当地农田灌溉、城市用水和景观用水的重要水源，是丽江市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图 １　 拉市海流域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ｓｈｉｈａｉ Ｂａｓｉｎ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近 ２０ 年来，拉市海地区一直是国家和地方各种生态保护政策的重点执

行区域或政策试点区域。 １９９８ 年国家将拉市海所在全县划入天保工程范围，禁止砍伐；同年云南省政府正式

批准建立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０ 年，拉市海地区被划入首批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范围；
２００４ 年底被列入“拉姆塞尔国际重要湿地”，２０１７ 年研究区域已被《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

稿）》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 生态保护工程的开展，对居民生产生活产生显著影响。 为寻找替代生计，当地先

后兴起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项目，并迅速提高了部分居民的收入。 ２０１５ 年流域内农民年人均总收入为 ９９７９
元，收入最高的自然村———海西村农民年人均总收入为 ２２５００ 元，最低的自然村———格乐村农民年人均总收

入仅有 ２２０２ 元，远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２８００ 元［１６］。 流域内不同自然村发展极不均衡，提
高居民收入的任务仍然十分紧迫。

拉市海流域具有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差异明显，是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与

居民收入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的典型案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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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

　 　 鉴于国家对拉市海流域生态保护的主要目标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重点评估流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水
质净化和森林固碳等四项调节服务。 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泥沙传输率（ＳＤＲ）、营养物质传输率（ＮＤＲ）、固碳

（Ｃａｒｂｏｎ）模块评估土壤保持、水质净化和森林固碳服务，基于水量平衡原理计算水源涵养服务。
（２）水源涵养服务

水源涵养是生态系统通过对降水的截留、渗透、蓄积、蒸散发等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主要表现在缓

和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减缓河流流量的季节波动、滞洪补枯、保证水质等方面。 本文采用水量平衡方程来

计算水源涵养量，计算公式为：
ＷＣ ＝ （Ｐ ｉ － Ｒ ｉ － ＥＴｉ） × １０ －３ × Ａｉ

式中，ＷＣ 为水源涵养量（ｍ３）， Ｐ ｉ 为降雨量（ｍｍ）， Ｒ ｉ 为地表径流量（ｍｍ）， ＥＴｉ 为蒸散发（ｍｍ）， Ａｉ 为土地利

用类型面积（ｍ２）。
（２）土壤保持服务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ＳＤＲ 模块主要基于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ＵＳＬＥ）定量评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上的年平均

土壤保持量，基本原理如下：
ｕｓｌｅｉ ＝ Ｒ ｉ·Ｋ ｉ·ＬＳｉ·Ｃ ｉ·Ｐ ｉ

式中， ｕｓｌｅｉ 为土壤侵蚀量（ ｔ）， Ｒ ｉ 为降雨侵蚀力 ＭＪ ｍｍ ｈａ ａ－１， Ｋ ｉ 为土壤可蚀性（ｔ ｈａ ｈｒ （ＭＪ ｈａ ｍｍ） －１）， ＬＳｉ

为坡长－坡度因子， Ｃ ｉ 为作物管理因子， Ｐ ｉ 为支持措施因子。
（３）水质净化服务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ＮＤＲ 模块用于评估生态系统中植被和土壤的水质净化服务，主要运用植被和土壤可以通过

储存和转换等方式移除或减少径流中的营养盐污染物以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该模型主要算法为：
ＡＬＶｘ ＝ ＨＳＳｘ·ｐｏｌｘ

式中， ＡＬＶｘ 是经栅格 ｘ 修正的输出值， ｐｏｌｘ 代表栅格 ｘ 的输出系数， ＨＳＳｘ 代表栅格 ｘ 的水文敏感度，计算方

式如下：

ＨＳＳｘ ＝
λｘ

λｗ

＝
ｌｏｇ （∑

Ｕ
Ｙｕ）

λｗ

式中， λｗ 代表研究区域中平均径流指数， λｘ 代表栅格 ｘ 的径流指数，等于 ∑
Ｕ

Ｙｕ ，代表栅格 ｘ 以上的径流路

径内的栅格产水量总和（包括 ｘ 自身的产水量）。
（４）固碳服务

一个地块的碳贮存量取决于 ４ 个“碳库”的体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土壤以及死亡的有机物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Ｃａｒｂｏｎ 模块根据当地土地利用图与土地利用分类对当地这些碳库的碳储量进行整合，计算原理

如下：
Ｃ ＝ Ｃ＿ａｂｏｖｅ ＋ Ｃ＿ｂｅｌｏｗ ＋ Ｃ＿ｓｏｉｌ ＋ Ｃ＿ｄｅａｄ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协调度

１９９９ 年廖重斌［１７］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进行论述，并推导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
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渐演变成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等计算模型，其中耦合协调度被广泛用于分析两系

统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在生态保护领域耦合协调度被用于分析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４］、生态资产与经

济贫困以及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５］的关系。 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Ｋ ＝ 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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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Ｕ１ Ｕ２

（α Ｕ１ ＋ β Ｕ２）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３

Ｔ ＝ α Ｕ１ ＋ β Ｕ２

式中，Ｋ 为耦合协调度；Ｃ 为耦合度；Ｔ 为综合得分。 Ｕ１ 为居民收入指数； Ｕ２ 为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α 、 β 为待

定系数，本文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农村居民收入同等重要，因而两者都取 ０．５。 耦合度 Ｃ 表征系统间相

互影响的强弱程度，综合得分 Ｔ 表达生态系统服务与收入的综合效益，耦合协调度 Ｋ 为耦合度与综合得分的

几何平均数，综合评估耦合度的强弱大小和协调水平的健康程度，可更好地表征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相

互作用、良性耦合的程度。
２．３　 数据来源与处理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所需输入数据包括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数据、气象数据（降水量、蒸散量、降雨侵蚀力等）、土
壤数据（土壤可蚀性、土壤深度、土壤有效含水量等）以及生物物理参数等。 本研究中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由

２０１５ 年 ＳＰＯＴ ６ 卫星影像解译得到，利用 １：１００ 万土壤类型图和宋春风等［１８］相关文献数据空间化得到土壤可

蚀性数据，降水量、蒸散量、降雨侵蚀力等气象数据以及土壤有效含水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

享服务平台，ＤＥＭ 数据由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长江流域自然保护与洪水控制项目提供。 模型中所需的生物

物理参数包括氮输出系数、氮去除效率、土壤截留率、碳密度等参考已有文献值［１９⁃２４］。
为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整合研究，本研究中分析单元为边界清晰的 ２９ 个自然村。 研究

所需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村小组组长访谈，汇总村小组数据得到自然村数据，包含农民年人均总收入、经营旅

游活动人口比重、外出务工人口比重、林果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贫困人口比

重、村民互相信任与合作程度等。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输出结果采用 Ｍａｘ⁃Ｍｉｎ 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处理，其中氮输出量的处理按负向指标 Ｍａｘ⁃

Ｍｉｎ 标准化公式做相应调整。 标准化后的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氮输出量和碳储量各赋 ０．２５ 的权重形成

取值区间为［０，１］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数，自然村农民年人均总收入同样采用 Ｍａｘ⁃Ｍｉｎ 标准化方法标准化形成

居民收入指数。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

流域内各类调节服务的供给量如表 １ 所示，图 ２ 则展示了各类调节服务的空间分布情况。 ２０１５ 年流域

内共涵养水源 ４．１７ 万 ｍ３，流域四周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能力最高，而中心湖泊周围由于水

面蒸散量大以及人类活动频繁从而水源涵养量较低。 ２０１５ 年流域共截留土壤 ５５２．５５ 万 ｔ，最终进入湖泊的土

壤量为 ９．２７ 万 ｔ。 中心坝区土壤保持服务供给较少，而流域上游南尧村、海西村、吉子村由于地势陡峭，较易

产生土壤侵蚀，同时森林生态系统截留的土壤也较多。 流域共向湖泊输出总氮 ５７．４１ ｔ，平均氮输出量为 ０．２８
ｇ ／ ｍ２。 氮输出主要集中于拉市海北部和南部，这些区域沿着自北向南汇入拉市海的南尧沙河和自南向北汇

入拉市海的老龙开河进入拉市海湖泊。 ２０１５ 年流域共储存碳 ９２９．６１ 万 ｔ，单位面积碳储量范围在 ２２９．５２—
５５３．４４ ｔ ／ ｈｍ。 流域内碳储量主要集中于拉市海四周的山地森林区域，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

格局。
表 １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供给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供给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 万 ｍ３ ４．１７ 氮输出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 ｔ ５７．４１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 万 ｔ ５５２．５５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万 ｔ ９２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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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协调度

图 ３　 耦合协调度类型频数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ｙｐｅｓ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可计算得到研究区域 ２０１５
年协调度、综合得分和耦合协调度。 本研究根据曹诗颂

等［４］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和研究需

要，将耦合协调度分为 ４ 类，即衰退失调类、濒临衰退失

调类、勉强协调发展类和协调发展类，相应的分类区间

是［０，０．４］，（０．４，０．６），（０．６，０．８），（０．８，１．０），耦合协调

度类别频数统计及空间分布情况见图 ３ 和图 ４。
如图 ３ 所示，拉市海流域内属于衰退失调类自然村

数量最多，占自然村总数的 １ ／ ３，属于衰退失调类与濒

临衰退失调类的自然村占总数的一半，说明这些自然村

仍不能做到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 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与协调发展类的自然村分别有 ７ 个和 ８ 个，
超过总数的一半，这些自然村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

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良性循环。 从空间上来看，调节服务的供给与自然村农民年人均总收入的耦合协调关系

具有显著空间差异，湖泊东面自然村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优于湖泊北面、南面和西面的自然村。 协调发展类和

勉强协调发展类自然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居民收入均较高，这些自然村一部分以开展生态旅游为主要生

计，如美泉、正盛、安上、安中村等，一部分以种植特色农产品为主要生计，如种植洋芋的吉子村、海西村，种植

丽江雪桃的余乐、吉乐村。
３．３　 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１）影响因素选取

提高调节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特定的生计方式实现供给服务、文化服务与调

节服务的协同，而生计方式的选择又取决于农户对各类生计资本的配置和使用。 英国海外发展部提出的农户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强调生计资本（金融、人力、自然、物质、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２５］，
Ｊａｎｅｔ Ａ． Ｆｉｓｈｅｒ 等［１０］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削减贫困概念框架，他们认为自然禀赋、环境权利、资本（包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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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ｙｐｅｓ

础设施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不依赖生态系统而开展的生计方式等因素可影响人们

从服务中获取收入的能力，从而影响二者的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文献，本文选取生计方式、生计资本两个一级

类影响因素，其中生计方式包含外出务工、生态旅游和

林果种植三项二级类因素，生计资本包又含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项二级类

因素。 每种因素均根据当地实际选取了相应的指标，如
表 ２ 所示。

（２）相关关系分析

如表 ３ 所示，生计方式中，从事旅游经营人口比重

越高，耦合协调程度越好。 大量已有研究证实了旅游对

促进自然保护区、荒原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积极

作用，Ｌｉ Ｈ 等人的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对减少地区

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显著［２６］。 相反地，当地生态系统服

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并未随着外出务工人口比重

的上升而改善，外出务工人口比重与服务收入耦合关系

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问题，许
多研究证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流出地农民收入增长有明显联系［２７］，但也有学者指出欠发达地区劳动

力市场不是竞争性的，人力资本的流失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２８］。 同时，王西玉认为外出务工的派生

现象是回乡创业，“智力回流”将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２９］。 根据对研究区域马队长的访谈发现，５０％
的马队长曾有外出务工经历，特别是旅游发展较好的美泉村，超过 ２ ／ ３ 的马队长有外出务工经历。 根据李应

子［３０］对云南省流动人口特点及趋势的分析，云南省流动人口仍以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要原因，学历以初

小学生为主，因此当地外出务工人口比重与服务收入耦合关系呈现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外出务工提高农村居

民收入的作用有限，但人口回流对当地旅游活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环境影

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人口的流动可能影响流出地的消费、环境压力、社会资本结构、农业生产方式从

而影响农村环境质量，二者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３１］。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国家公园和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将有大量的生态移民工程，若居民选择以外出务工作为替代生计，对农村居民收入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须谨慎评估和判断。

表 ２　 社会经济特征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一级类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ｆａｃｔｏｒ 二级类 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ｆａｃｔｏｒ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生计方式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人口比重

生态旅游 旅游经营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林果种植 林果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生计资本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金融资本 贫困人口比重

社会资本 村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程度

人力资本 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

物质资本 路网密度

自然资本 海拔

距拉市海距离

距丽江市距离

人均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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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相关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相关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生计方式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外出务工人口比重 －０．４４７４∗∗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路网密度 －０．３７３４∗∗

旅游经营人口比重 ０．４５９８∗∗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海拔 ０．００２

果园占总耕地面积比重 －０．０３０９ 距拉市海距离 ０．０９３５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贫困人口比重 －０．１６２６ 距丽江市距离 －０．１９７１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村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程度 ０．１６５６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４４９９∗∗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 ０．０８７４
　 　 ∗∗Ｐ＜０．０５

自然资本不具备流动性，其中海拔、距湖泊距离、距丽江市距离与服务收入的耦合协调度的关系在统计意

义上不显著，人均耕地面积与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流域内耦合协调度随着人均耕地面积

等可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本增加而提高，调节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则与地理位置、地形等自然特征无明

显关系，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路网密度等因素的干扰。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耦合协调度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从相关系数的符号可以看出，这些资本

对于促进二者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 代表物质资本中基础设施的路网密度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 进

一步对路网密度与调节服务供给和居民收入的相关分析发现，路网密度与生态系统服务指数在 １％的显著水

平下负相关，而与居民收入指数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当地修建农村公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值得关注。 农

村公路是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农村公路的建设将会带来更高的农业产出、
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工资收入机会从而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农村土地资源压力，造成

水土资源流失和生态系统功能结构的破坏［３２⁃３３］。 已有学者呼吁在农村公路建设的不同阶段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以降低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４　 结论

（１）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域上游供给能力高。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森林固碳服

务供给能力较高的区域集中在流域上游，而靠近湖泊，拥有较大滩涂面积的自然村，由于湖泊蒸散量大，水源

涵养量较低，由于人类活动频繁，营养物质的输出也集中在流域中间坝区。
（２）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差异。 流域近一半自然村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

的耦合协调度较差，而湖泊东侧自然村总体呈现较好的耦合协调关系。 开展生态旅游以及特色农产品种植的

自然村属于协调发展类，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呈现协调发展的关系。 耦合协调关系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居

民能否通过特定的生计方式获取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和文化服务所带来的收益。
（３）生计方式和部分生计资本与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中外出务工、生态旅游、公路建设的相关

性具有政策含义。 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中，生态旅游与耦合关系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外出务工与耦合关

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尽管外出务工对于直接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小，但其可能通过“智力

回流”的方式提高了当地居民开展生态旅游的能力。 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等可利用的自然资本与耦合

关系显著正相关。 金融、人力、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尽管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表明，该类生计资本的存量可能

对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协调有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中的路网密度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

关，在具有生态脆弱性、重要性的区域建设公路时需谨慎评估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本文重点评估了拉市海流域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发现了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识

别了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性提示我们，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区、自然保护区等具

有生态重要性、脆弱性的区域实施生态保护工程时，应更有针对性地提供补贴和生态补偿，并通过相关政策促

进生态保护相关的产业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协调。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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